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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时期集外诗作的发掘与郭沫若
早期新诗的文学史形象

颜 同 林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550001)

摘 要:《女神》时期集外诗作的发掘和郭沫若早期新诗的文学史形象书写嬗变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

联系。通过《女神》与集外诗作的对照,既可以还原郭沫若早期诗歌多体式、多元化的尝试,也可以印证诗人创作

中一直存在着的两极化创作现象。兼顾诗人风格各异的诗作,有利于调整对郭沫若《女神》时期的文学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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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中,不论是现代作家、作品集、文艺杂志的文学历史形象,还是文学流派、思
潮运动的历史形象,都存在着不少歧义之处。学科史的不断发展与自我历史刷新,造成了它们在文学史

上形象的重叠与嬗变。在这样一个不断书写、流变的过程中,以作家作品为主体的现代文学史本身的实

际形态,同虚构与叙事之后所书写出来的形象,到底是否名实相副呢? 本文从《女神》集外诗作等新史料

的挖掘及其复杂关系入手,探讨此话题的含义与潜在价值。
受文学史书写影响,一般认为郭沫若《女神》是现代文学史上书写最为丰富的诗集之一,它标志着白

话新诗的伟大开端,也是最能体现“五四”时代精神的代表作。“《女神》和《星空》代表了诗人早期勇猛

的、狂暴的、反叛的精神以及诗人对于大自然的热情颂赞”[1];“作者初期的诗大部分都收入《女神》集
中”、“这些诗中充满了爱国的热情,狂飙的气焰,感情奔放,精神旺盛,有着昂首天外一往直前的气

概”[2];“郭沫若实在是中国的第一个新诗人,《女神》实在是中国的第一部新诗集”[3]。现代文学史书写

在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时间段中基本上持同一论调。与此同时,《女神》集外诗作及相关史料的发掘却在

这一历史时段中默默地进行着,新的观点、材料、论断不断更新,遗憾的是却没有能及时影响后来的现代

文学史书写,这是一个带有滞后性、不平衡性的现象。
包括上述引用评价在内的文学史书写,对郭沫若《女神》时代的早期新诗,整体把握与评价来自摘句

式的归纳与以点代面的概括。论述者的取证材料圈定在十余首诗歌之上,如刘绶松一书引用的诗句包

括《序诗》、《女神之再生》、《棠棣之花》、《炉中煤》、《晨安》、《黄浦江口》、《上海印象》、《凤凰涅槃》、《匪徒

颂》、《胜利的死》、《太阳礼赞》、《浴海》、《日出》、《春之胎动》、《笔立山头展望》、《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

16首;丁易一书大大缩小范围,仅引用了《凤凰涅槃》,另外点到诗剧《湘累》、《棠棣之花》,便得出结论;
有些文学史甚至引述或涉及的篇目更少,简化成了粗线条的一条直线,得出郭沫若《女神》乃至早期诗歌

代表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动的反抗的精神、爱国主义浪漫主义之类论断。问题是,通过粗略

枚举的方式能说明《女神》时期诗作的全部文学面貌吗? 如果这样的论证可以自圆其说,那么《女神》中
其他大部分作品到底有什么作用与意义? 陆续挖掘出来的《女神》集外诗作又有什么史料价值?

言及于此,不妨梳理一下这些佚作、史料的整理过程。这里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女神》诗集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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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二是《女神》集外的诗作。前一方面的相关史料主要体现在桑逢康《<女神>汇校本》、陈永志《<女
神>校释》两本书中,集外诗主要由蔡震《<女神>及佚诗》所录载。这些著作的出现,至少使不重视版本历

史的现象得到了有效纠正,“有了《<女神>校释》《<女神>及佚诗》这两本书,尽管我们可以见仁见智,却不

用再为版本、佚作等问题发愁了”、是研究《女神》“离不开的”[4]。考察《女神》版本,作者改动较大的主要

有八九种,其中1928年创造社出版的《沫若诗集》、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女神》、1957年人民

文学出版社纳入《沫若文集》第一卷的《女神》等在文字上增删较多,其余版本则篇目调整较多。研究者

根据不同版本的《女神》,面对同样或类似问题,却得出了大相径庭的结论,其中有些是见仁见智,但也有

不少是没有多少学术价值的。比如《巨炮之教训》、《匪徒颂》等作品因版本修改,导致研究者在修改本

《女神》基础上对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思想作出了名不副实的评价。
与固守《女神》篇目与文字的汇校不同,《女神》集外诗作的整理,似乎改写了郭沫若早期诗歌的文学

史形象。早在60年代,以中学生身份与郭沫若有过频繁书信往来的陈明远,便在民国旧报刊上发现了

郭沫若留日时的佚诗,甚至萌生校正《沫若文集》的宏愿;邓牛顿在上海翻寻《时事新报·学灯》,发现一

批集外佚文与诗作;后来出版的《郭沫若研究资料》、《郭沫若年谱》等大型工具书,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就笔者所见,《<女神>及佚诗》一书集中了这方面的成果。初版于1921年的《女神》,收录包括剧诗在内

的57首,据《<女神>及佚诗》所录,还有佚诗77首。此外,仍有一些同时期的散佚之作沉睡在故纸堆里。
该书编者说:“散佚在报刊上未汇辑成集的郭沫若在《女神》时期创作的大量诗歌作品,又包含了一些《女
神》的文本中所未能传达出来的历史信息,譬如:散文诗、宗教题材的诗、口语体的诗、写实手法的诗等

等。所以,仅以一部《女神》而论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或者把《女神》单纯地视为一部独立创作

的诗集,当然就显露出很大不足。这也是一个遗憾,或者更应该说是一种疏漏。”[5]此语一矢中的,这种

“不足”、“疏漏”确实到了该弥补的时候了。有学者曾关注过这一问题:“研读了郭沫若散佚在《女神》集
外几乎与《女神》篇数等量的诗歌,更能进一步认定,郭沫若的早期诗歌风格远非激情澎湃、汪洋恣肆之

一种,甚至加上清新明媚、平和幽暗也难以概括诗人最初的多元化诗风的探索。”[6]这主要立足于郭沫若

早期诗歌的诗风诗艺,无疑是贴切而准确的,也启发了后来者继续深入研究的路径。集外诗作的挖掘至

少让我们相信,既有的文学史书写在针对郭沫若《女神》及郭沫若早期诗歌的叙述时,存在着史料不实、
单薄、遮蔽等问题,得出的结论并不科学与客观。

《女神》集外诗作从内容、手法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类:(1)以日常生活为主带有实录特点的诗作,叙述

成分较多,或叙述家人玩耍及其生活片断,或描摹朋友交往情景,因为拘泥于现实生活侧面,诗味比较

淡,以《抱和儿浴博多湾中》、《晚饭过后》、《为和儿两周岁作》、《葬鸡》、《孤寂的儿》等为代表;(2)以写景

或说理为主的诗,形式短小,在形式上有所探索,如《两对儿女》、《壁上的时钟》、《雷雨》、《香午》、《月光

曲》等,以上两类在数量上占多数;(3)以个人情感宣泄为主的诗,带有奔放、热情、忘我的特质,与《女神》
第二辑的诗风相近,但也有一部分艺术想象力不太丰富、完整性稍有欠缺,这类诗数量上有10多首;(4)
一些旧体诗,或半格律体式的,带有从旧诗到新诗的过渡特性,大概有20余首。此外,还有散文诗的创

作实践,包括图像诗、格律化在内的新诗形式建构尝试,带有叙事诗特质的文类试验,显示出多向度、多
体式的诗艺探索路径,值得总结研究。

这些诗作与《女神》相比,基本上可以匹配起来。在《女神》中,如第一类的作品有《无烟煤》、《登临》、
《光海》、《死的诱惑》等;第二类如《辍了课的第一点钟里》、《夜》、《司健康的女神》、《鸣蝉》、《晴朝》;第四

类如《春愁》、《黄浦江口》等;最有可比性的是第三类,即郭沫若自我体认带有惠特曼式诗风的作品。形

象地说,集外诗中发表时间在《女神》出版之前的《风》、《箱崎吊古》、《解剖室中》、《泪之祈祷》、《宇宙革命

底狂歌》、《狼群中一只白羊》、《我的狂歌》、《大木语》、诗剧《黎明》最有可能入编《女神》,可并没有编进

去。这种惠特曼式的诗歌,是《女神》中的核心作品。譬如《箱崎吊古》:“风! 横暴的风! /你吹! 你拼命

的吹! /你纵把地球吹得出轨道外去,/你总把我吹不出地球外去! /我在风中跑,我在十里松原跑,/十

里松原中无数的古松替我鼓奏着行军的调儿。”《解剖室中》:“快把那陈腐了的皮毛分开! /快把那没中

用的筋骨离解! /快把那污秽了的血液驱除! /快把那死了的心肝打坏! /快把那没感觉的神筋宰离! /



快把那腐败了的脑筋粉碎!”从所录诗节来看,都有想象奇伟、节奏欢快、自我蜕变等因素。由所引诗节

到这些作品整体,相当一部分不亚于《女神》的作品。但郭沫若没有选录进去,而是在《尝试集》的阴影之

下亦步亦趋,可见郭沫若当时对诗歌新/旧的把握是迟疑的,不敢或不愿放开手脚标新立异。
作者若干年后曾提供过一种解释:《女神》中主要有两类诗歌,一是男性粗暴诗风的诗作,一是平和

清新的诗作,是分别受惠特曼与泰戈尔影响的结果。“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

五四时代的暴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7]“当我

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

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我在当时差不多是狂了。”[8]文学史书写者大多承袭了这种并不十分真实的

观点,即站在艺术的角度高度认同前者而忽略后者,尽管泰戈尔式的诗作清新平易,有隽永简短、诗味丰

富的优势。对郭沫若而言,从泰戈尔过渡到惠特曼,与其说是中国诗歌现代变革的需要,不如说是诗人

个人才情的需要。这一过渡可用集外诗作《昨夜梦见泰戈尔》来说明,借“我”与泰戈尔对中国诗人评价

的对话展开,因“我”不同意泰戈尔说中国诗人是唱戏的猴子而产生争执,反唇相讥的“我”愤恨地说他也

是一条老猴子,“他用手杖来打了我一下,我醒了转来,失悔我毁掉了一个大偶像”。这一情绪在《女神》
中也有,如《我是个偶像崇拜者》:“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 /我又是一个偶像破坏者!”《梅花树下醉

歌》:“一切的偶像在我面前毁破! /破! 破! 破! /我要把我的声带唱破!”郭沫若在心中毁掉了泰戈尔

而彰显了惠特曼,特殊的时代氛围需要惠特曼,在后延的历史时空中也同样需要。这一现象说明惠特曼

给中国早期白话诗提供了艺术创新的养分,艺术想象的汪洋恣肆、自我形象的伟岸豪迈、创造精神的张

扬高涨、求新求美的极致曲折,造就了郭沫若生命个体的传奇。与惠特曼的结缘,更是郭沫若个性才情

的吻合所致。郭沫若写诗以率性坦荡、热情奔放见长,是一团烈火式的自焚,是阵发性的呐喊叛逆之声。
沈从文对郭沫若有过一种印象式的判断,虽然很尖酸,但客观分析还是相当中肯的,他说:“郭沫若对于

观察这两个字,是从不注意到的。他的笔是一直写下来的,画直线的笔,不缺少线条刚劲的美。不缺乏

力。”“他那文章适宜于一篇散文,一纸宣言,一篇通电,一点不适宜于小说。”[9]沈氏强调了郭沫若应如

“一株棕树是不会在寒带地方发育长大的”一样放弃小说创作,因为他的情绪是热的,是动的,是反抗的,
是适宜于写诗的,而且是最适宜于用“一直写下来”的笔去写惠特曼式的诗歌。

问题还在于,如果研究者不紧随郭沫若夫子自道的创作自述去展开研究,结果会怎样呢? 《女神》第
二辑一直是集子的主体,为什么把类似的惠特曼式作品剔除在外? 《女神》浮躁凌厉、激情洋溢的作品不

是太多而是太少。有了这批集外诗作,假如旁人来编选《女神》,或是郭沫若在别的观念下进行编选,结
果肯定大相径庭。在《女神》集外诗作面前,诗集如何结集、出版乃至传播的问题是绕不开的。虽有学者

做过一些开拓性的工作,“《女神》的编次确立了郭沫若诗风的基本特征,二三两辑奠定了后来人们对郭

诗‘雄奇’、‘秀丽’两种风格的认识。事实上,这种鲜明的区分不仅是分类编次的结果,而且还与一种自

我筛选有关”[10]。不过仍有探索的余地,譬如受《尝试集》影响对旧体诗的适当遴选,以便新旧对照折射

诗人的才情与转型;两类风格诗歌的选入便于在对比中彰显诗作内蕴的丰富性;通过对《我的散文诗》、
《月下的故乡》等散文诗的排斥达到对诗歌文体的某种设想。诸如此类,都是没有说清楚而又有意味的

话题。郭沫若曾有“做”诗与“写”诗一说,强调“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这是一句值得玩味的俏

皮话,郭沫若早期新诗中最能表现其热情、敏感、冲动等才情的,是那批“写”出来的“忘我”的诗,他所说

的德国的海涅、歌德、华格讷,印度的泰戈尔,美国的惠特曼,比利时的梅特灵克等,还是次要的,甚至可

以忽略,既有的文学史书写即使可以放过其他重要因素,也从来不会放过这些模糊的名字。
《女神》时期集外新诗的发掘,还暗示着在郭沫若独自尝试的早期新诗创作中,存在着两极化的创作

现象,即早期诗作优劣反差显著的现象。有学者说:“郭沫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女神》所奠定

的。对《女神》往往有两种读法,一种是‘文学史的读法’,注重从历史发展的链条中考察作品,寻找价值,
并确定其地位。当今各种现代文学史,几乎都是这样评价郭沫若的。……而‘非专业的读法’则比较偏

重个人或行时的审美趣味,注重本文,不太顾及‘历史链条’,并不看重像《女神》这种时代性、现实性强的

‘经典’。当今许多青年读者对郭沫若其人其诗不感兴趣,评价不高,用的多是‘非专业读法’。两种读法



本无所谓高下,然而当今许多大学的讲台或专家的文章对郭沫若甚表称许,而一般读者却不敢恭维,这
种两极化的阅读现象就很值得研究。”[11]这一两极化阅读现象的归纳,并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事实

上,《女神》中少部分作品仍然不可重复甚至不能超越,只要读者不抱偏见,不管以哪种读法去读都是这

样。同时,郭沫若的相当一部分作品,基本上不具备艺术长存的价值,即使在郭沫若编辑时保留了一部

分,另一部分被当成集外诗作。郭沫若初学写诗时,乃至后来成名成家之后的大量此类笔墨文字,都有

此类典型现象。从阅读学角度看,是绝大部分相当平淡甚至平庸的诗作,淹没了少数相当优秀的作品,
一定程度上败坏了读者的胃口,对专业研究者而言也有潜在的影响。

两极化的创作现象在不同的作家那里表现并不一样,有些非常明显,有些比较模糊,甚至也有与此

绝缘的。尤其是对创作特别慎重而理智占上风的诗人,基本上拒绝了此一现象的发生。当今读者(其实

也只有一部分)不欣赏郭沫若的诗,不是全部不欣赏,而是这方面的优秀作品不太多。在郭沫若早期新

诗创作中,惠特曼式风格为中国早期新诗带来了不可重复的创新精神的一流诗作,横七竖八地掺杂在大

量的平庸之作中,使读者失去阅读兴趣是可能的。郭沫若是一位球型的天才人物,曾被文学史神化,但
也有平庸的一面,只是经常被遮蔽,也被研究者善意地忽略了。其实这两方面互为表里,既是普通人的

常态,也是天才人物的常态。在《女神》不同的风格中,与其说是受泰戈尔、惠特曼、歌德等人不同阶段的

影响,不如说是一种策略性的掩饰说法而已。泰戈尔也有不朽的名作,与惠特曼没有高低之别。《女神》
时期佚诗有一些作品被排斥在集子之外,是一种遗憾;而许多郭沫若本人不愿收录的诗作一经后人发

掘,则是一种损害。这两者之间是矛盾的。与郭沫若相比较,如何其芳、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等诗人在

创作态度、质量与数量比例方面是相当讲究的。卞之琳晚年自编《雕虫纪历》时,初版仅收70首,出香港

三联增订版时增加了30首,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时再增添1首,共收诗稿101首,可谓精益求精。与发

掘卞之琳这样的诗人佚作不同,郭沫若相关史料的大量发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作家的历史形象。延

伸开来,从《郭沫若全集》收录非常不全的情况来审视,当初这一考虑并不是多余的。
不过,集外诗作史料的充分挖掘与整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它们有助于还原一个大作家常态的一

面。平凡的一面凸现在历史面前,将有助于我们去触摸、去感受。由《女神》时期佚作推及其余,郭沫若

两极化的创作现象比较典型。今后的郭沫若研究,可能会比目前更多地展现其平淡的一面,与球型天才

的一面结合起来,无疑将推动郭沫若研究从神坛上走下来,还原到特殊时代中“人”的位置。由《女神》而
其他,程度不同地存在类似的问题,这也不能不说是集外诗作的潜在价值。

《女神》时期集外诗作的面世,矫正着包括《女神》在内的郭沫若早期白话新诗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形

象。这无损于他作为一个文学巨匠的形象,只是让我们更能感受与触摸到诗人的诗思与才情。《女神》
及其集外诗作,最终为我们真正走进郭沫若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与探索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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